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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口海岸潮滩是具有较高生物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蟹类作为一种典型的生态系统

工程师, 分布广泛、种类繁多, 可影响整个潮滩生态系统的物质与能量循环。蟹类的分布与盐度、淹

水时长、湿度、温度、底质等非生物因子有关, 也与植被、捕食作用、种内种间竞争等生物因子和人

类活动有关。蟹类挖掘洞穴, 形成了优先排水通道, 增加了土壤蒸发速率, 改变了孔隙水循环以及土壤

的物理化学性质, 进而可影响潮滩泥沙稳定性以及微地貌形态, 甚至会影响中长期潮滩地貌演变。目

前, 蟹类对于沉积物稳定性、泥沙输运规律、微地貌演变的影响依然有待深入研究, 有必要开展中长

期现场观测和试验、多因子驱动下系统演变数值模拟以及综合分析, 推动相关研究从定性向定量层面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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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海岸潮滩是海陆交界的生态过渡带 , 周期

性被潮水淹没, 具有较高的生物生产力和生态多样

性, 其为多种生物提供了宝贵的栖息地。潮间带又是

全球环境变化的缓冲区 [1], 具有降解污染、净化水

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的功能。潮滩主要发育在波

浪作用较弱的中-大潮差海岸 [2], 广泛分布在我国江

苏苏北、上海、浙江、辽东半岛东部、渤海湾沿岸

等地。潮滩也是重要的有机碳库, 土壤由于缺氧性会

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 , 与植物的光合作用不同 , 这

是在其他生态系统中十分罕见的长期碳循环, 经过

上千年的分解腐烂形成泥炭。因此, 潮滩具有生态、

经济、社会等各类功能[3]。 

潮滩的生物种类繁多 , 而大型底栖动物以棘

皮动物、软体动物、多毛类和甲壳动物为主 [4]。其

中以蟹类为代表的甲壳动物由于其分布广泛 , 活

动迅速 , 扰动强烈 , 常为重点研究对象。蟹类的一

些生命活动 , 如摄食、掘穴等 [5], 能够破坏沉积物

的原生结构 , 增强土壤渗透性 [6], 降低土壤整体性 , 

改变土壤的可侵蚀性。洞穴存在除了改变土壤的物

理性质 ,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土壤的化学性质 , 

增加了氧化反应 [7], 加强了硝化作用。同时洞穴的

存在有利于促进土壤的排水 , 形成优先排水通道 , 

也增大了潮滩表面积 , 促进了土壤内外水气循环 , 

加速了有机质的分解 [8]。蟹类的食草性行为加速

了叶片的降解速率 [9], 密度过高时甚至会导致植

物的死亡。生物活动作用与水动力作用互相影响 , 

水动力改变了泥沙输运情况 , 进一步引起地貌的

变化 [10]。  

蟹类的生命活动对潮滩湿地生态系统的物质

循环、能量流动和湿地系统演化均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 [11-12], 近年来 , 随着生物动力地貌学(biomorpho-

dynamics)的兴起[13], 潮滩生物(包括微生物、植物和

底栖动物)与湿地演变的互馈机制研究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重视, 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综述以

蟹类为代表的底栖动物对潮滩沉积物各参数指标的

影响 , 及潮滩关键生物动力过程的研究进展 , 并提

出亟待进一步深入探究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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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潮滩生态系统蟹类分布影响因素

及主要生物动力过程 

潮间带生物种类繁多 , 蟹类作为大型底栖动物

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其数量繁多、分布广泛、行动

迅速同时大多营穴居生活(图 1)[14], 因此对湿地生态

系统产生重要影响[15]。蟹类处于潮滩食物链的中间

位置, 多以沉积物、植物的根系、有机碎屑、小型底

栖动物为食, 又为大型鸟类、鱼类等提供了食物[16], 

是潮滩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重要纽带

之一[11]。 

 

图 1  蟹类及洞穴常见特性(图片拍摄于江苏盐城斗龙港) 

Fig. 1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crabs and burrows 
(The pictures were taken in Doulong port, Yan-
cheng, Jiangsu) 

 
蟹类的分布与多种因素有关 , 非生物因子有盐

度、淹水时长、湿度、温度和基质。不同的蟹类对

淹水的耐受能力不同, 从而导致了蟹类分带特征[17]。

盐度是决定蟹类分布的主要因素, 特定种类的蟹类

只能适应特定范围的盐度 , 高于或低于该范围 , 则

蟹类无法生存, 此时其他因素则代替盐度成为主要

因素[18]。露滩历时过长与温度过高会引起脱水死亡, 

一般随地面高程的增加而影响越大[19]。而基质性质

(如中值粒径、含水率、有机质含量等)也是决定蟹类

分布的主要因素[17, 20]。 

植被、捕食作用、种内种间竞争是影响蟹类分

布的重要生物因子[21]。盐生植物与蟹类相互影响, 盐

生植物既能提供荫蔽改善蟹类生存条件, 又能为蟹

类提供食物, 其根系还能为蟹洞提供结构支撑。随着

盐生植物的生长 [19], 植物群落的密度不断增加 , 错

落的叶片对土壤能够起到很好的遮蔽作用, 能够有效

地减少地面的水分蒸发 [22], 降低空气流, 吸收辐射, 

提供阴凉, 地下的沉积物湿度提高, 硬度降低, 温度

降低, 这些均为蟹类挖掘洞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同

时盐生植物错杂的枝叶结构能较好地保护蟹类防止

受到捕食者的袭击, 进而扩大了蟹类的分布范围[23]。

Bortolus 等[24]发现张口蟹更倾向于啃食植物幼苗, 是

由于盐生植物幼苗具有富含氮元素、低纤维等特征, 

随着生长过程盐生植物会生长出毛刺或化学防御来

保护自己, 不利于蟹类摄食。对于盐生植物的地表部

分和地下根系, 相手蟹无明显倾向性[25], 但植物地表

被蟹类啃食后在较短时间内能够恢复, 而植物根系被

蟹类啃食后导致的死亡难以迅速恢复[26]。盐生植物的

根系的密度对蟹类挖掘有影响, 过密的根系会阻碍蟹

类挖掘洞穴, 中等密度恰好能为蟹类洞穴提供结构支

撑[27]。蟹类对盐生植物也存在反馈作用, 洞穴增大了

土壤表面积, 加速了氧化还原反应, 促进了有机质的

分解, 同时蟹类在挖掘洞穴的过程中啃食根系, 因此

当蟹类密度过高时会导致植物死亡。 

蟹类的挖掘维护洞穴是生物动力的主要过程 , 

Sassa 等[28-29]研究发现吸力即孔隙水压力相对于大气

压力为负, 是蟹类穴居活动的触发器。挖掘洞穴的过

程不仅改变了沉积物的分布, 土壤的整体性, 如图 2

所示, 冬季的洞穴深度可达 20~30 cm, 蟹类在挖掘

洞穴的过程中啃食植物根系, 进而影响植物的生长。

同时部分蟹类的洞穴在涨潮时保持开敞, 因此能够

捕获大量有机质碎屑, 改变了土壤周转率。 

 

图 2  不同季节天津厚蟹洞穴常见形状与尺寸(洞穴来源: 

江苏盐城斗龙港) 

Fig. 2  Common shapes and sizes of Helice tridens tient-
sinensis burrows in different seasons. (The caves 
originated from Doulong port, Yancheng,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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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蟹类在潮滩中的关键生物动力过程 

能够引起生物或非生物材料物理状态发生改变, 

从而直接或间接调节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资源有效

性的生物被形象地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30]。在

潮滩生态系统中 , 蟹类是重要的生态系统工程师 , 

其掘穴过程对地貌的扰动是由两个基本过程引起的, 

如图 3 所示, 即蟹类的生命活动对土壤整体性、透水

性、通气性等的影响和洞穴在涨落潮过程中保持开

敞对有机物碎屑的捕获沉积的作用。蟹类的生物过

程 , 改变了潮滩水动力 , 影响了沉积物的性质与沉

积过程, 进而影响潮滩内植物斑块(patch)、盐盘(salt 

pan)、潮沟网络(tidal creek)、陡坎(cliff)等地貌的发

育, 而地貌的发育又反作用于潮滩生物。 

 

图 3  潮滩特征与蟹类扰动过程示意图(如潮沟、陡坎等常见地貌特征以及蟹类的挖掘过程、洞穴的捕获作用)[31] 

Fig. 3  Characteristics and processes of tidal flats and crabs disturb (such as the common geomorphic features: tidal creeks and 
cliffs, crabs excavating sediments and burrows trapping sediments)[31] 

 
 

2.1  蟹类扰动对沉积物的影响 

生物扰动是指生命体在生命活动过程中对沉积

物或者土壤的颗粒再建活动, 从而对沉积物基质的

结构和功能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32]。 

蟹类掘洞的过程中会将螯足伸入洞穴 , 将泥土

扒近头胸甲形成圆形土团, 抱出洞穴堆积在洞穴周

围 [14], 造成的颗粒物的垂向运移是对沉积物造成的

直接的影响。不同蟹类具有不同的挖掘能力, 显著

影响表层沉积物, 提高土壤的周转率。在涨潮时, 洞

穴捕获大量沉积物碎屑, 在退潮后蟹类在维持洞穴

的过程中 , 将底层沉积物带到表层 , 形成的圆形土

团在洞穴口堆积。部分沉积物密度较低硬度较软随

着下一次的涨潮被带走, 但部分土团粘性较强难以

搬运 , 逐渐形成土丘在多次潮汐循环中持续存在 , 

不断扩大覆盖表层土壤, 进而增加小尺度地貌的粗

糙度[33]。 

蟹类的活动使得沉积物孔隙率增加 , 结构更松

散。陈友媛等人在黄河三角洲刁口滩现场实测发现, 

蟹类的生物扰动能改变沉积物的物理力学性质, 使

沉积物含水率增加、渗透性提高、表层沉积物细化、

下层沉积物粗化、表层沉积物强度降低、下层沉积物

强度增加[34], 减弱了潮滩的稳定性, 降低了沉积物的

临界起动切应力, 进而影响了潮滩的物质运移[35-36]。

蟹洞常分布于潮沟的边坡, 蟹洞的存在加速了盐生

植物根系的退化 [37], 同时导致植物的死亡 [25], 会削

弱土体的整体性 , 使得土体强度降低 , 抗侵蚀性降

低[38], 促进潮沟的发育。蟹洞的存在会改变孔隙水压

力。根据摩尔库伦公式 

Sr = c′ + (σ – μw)tanφ′,           (1) 
式中, Sr 表示有效抗剪强度(kPa), c′表示土的黏聚力

(kPa), σ表示滑动面上的法向应力(kPa), μw 表示孔隙

水压力(kPa), φ′表示土体有效内摩擦角。可知孔隙水

压力的增加会降低土体抗剪强度。退潮水位高度下

降过快时的正孔隙水压力可降低岸坡有效凝聚力 , 

容易促进侵蚀。这就解释了蟹类洞穴可以认为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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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限制水层上的水平大孔隙, 水流沿这些通道集中

流出, 导致岸滩侵蚀, 促进潮沟发育, 甚至导致土壤

整体坍塌而破坏[39]。 

2.2  蟹类扰动对植物斑块与盐盘的动态响应 

盐盘是潮滩的常见地貌特征 , 通常指在低潮时

能够储水的无植被覆盖的洼地[40-43]。初生盐盘通常

起源于盐沼发展的初级阶段, 而次生盐盘多发育在

成熟的盐沼上。盐沼植被会在“机会窗口”处定植, 从

而形成许多孤立的斑块 , 随着植物的生长 , 对沉积

物的不断拦截 , 从而形成圆顶状小土丘 [44-46], 因此

盐生植物多以圆形或椭圆形分布[19]。盐沼植物的存

在对波浪和水流有显著的减缓作用, 同时随着流速

的减小和湍流的减缓 , 泥沙也会随之沉积 , 进而有

植被覆盖的区域高程会不断提高, 从而提高植被斑

块的内部高程, 降低了淹水时间, 改善了环境胁迫, 

进而促进盐生植物的进一步生长。随着植物的生长, 

地表沉积物的硬度降低 , 湿度提高 [47], 因此植物的

存在能够较好地缓解蟹类的生存压力, 在有植物荫

蔽处, 蟹类密度常常能达到很高[48]。在没有植被覆盖

的裸地 , 缺少植物根系的联结作用 , 土体的整体性

显著降低, 蟹类洞穴连通处容易发生局部塌陷的情

况, 同时蟹类的生命活动会将底层土体搬运到表层

容易被潮流带走。但在有植被覆盖的盐沼部分, 由

于植物的根系作用, 土壤的黏滞性和稳固性明显增

加 [49], 在此种生境情况下 , 蟹类挖掘洞穴要切断密

集而又复杂的根系 , 挖出底层沉积物的难度较大 , 

洞穴常复杂多变, 当过于复杂的根系严重阻挡了蟹

类挖掘洞穴的进程, 蟹类会沿着各方向不断进行试

探性挖掘, 若寻找到根系相对稀疏的方向则会继续

挖掘 , 因此洞穴常角度多变 , 产生许多分支并具有

多个开口 [12], 甚至形成水平方向的室 , 因此常引起

洞穴的局部坍塌 [47], 而地势较低的区域涨潮时常被

淹没 , 落潮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 , 过度的侵蚀

能够导致植物根系暴露 , 出现倒伏甚至死亡 , 因此

该区域对泥沙的拦截作用也显著降低, 形成负反馈, 

同时植物的死亡也降低了土壤的整体性, 会导致高

程的降低, 从而促进盐盘的发育。同时蟹类常以植物

根系和植物的新芽为食, 从而直接影响盐生植物的

生长与产量[24, 50]。当中心区域的植物死亡, 促使高程

损失, 涨潮时被淹没, 退潮时难以向外排水, 从而形

成盐盘。因此盐生植物远离中心向外生长, 中间蟹类

数量的增加导致植物的向外迁移, 形成一个不断生

长的圆环, 相邻圆环可能连接合并形成“8”字形[51]。 

同时 , 蟹类的生物活动对于植物的生长也存在

着一定的促进作用。蟹类在潮滩表面挖掘洞穴使得

潮滩表面积增大 , 提高土壤的含氧量 , 相应地会改

变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 增加有机碳的分解 [52-54]。 

Kostaka 等[55]发现蟹类的生物活动能够对于菌根真菌

在盐沼内的建群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的真菌与

盐沼植物的互利作用能够增加植物产量近 35%。而

Mchenga 等[56]发现蟹洞能够显著地增加土壤氮含量, 

既为土壤的硝化作用提供了反应底物, 也能降低土

壤的碳氮比, 同时洞穴的存在能够显著提高土壤的

通气性 , 提升土壤的氧化水平 , 进一步地增加了土

壤的硝化反应 , 为土壤消除了过多的氨 , 转化为硝

酸盐, 这个生物学过程很好地降低了人为营养物输

入对盐沼植物的影响。 后, 蟹类多以植物的根茎叶

为食 , 对植物的存活造成威胁 , 但蟹类洞穴的存在

又能够提高植物根系的通气性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 

为适应环境的多变性植物的表型可塑性发生变化 , 

增加盐生植物种子的产量和存活, 多样性也随之发

生变化, 因此蟹类间接促进了植物的扩散和远距离

建群[57]。 

2.3  蟹类扰动与潮沟发育的动态演化 

潮沟是潮滩的重要地貌之一 , 是潮滩系统本身

与外界系统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重要

通道, 同时对潮滩的沉积过程及其特征起到重要作

用[58] 。潮沟的形成属于潮滩表面的潮汐通量的集中, 

先锋植物斑块的存在、地形起伏的小扰动等均会对

潮流产生阻力而导致通量的集中, 使得产生的局部

冲刷大于该处的底部临界切应力[59]。潮沟发育的早

期, 正反馈驱动的自我增强机制促进潮沟的演变与

生长, 但在潮沟发育成熟后, 潮沟的演变较为缓慢, 

植被和藻类生物膜能够固结河岸沉积物, 从而稳定

潮沟两侧[60-61]。但蟹类的存在能够有效促进潮沟的

发育, 这是由于植物的存在能够较好地缓解蟹类的

生存压力, 因此在有植物荫蔽处, 蟹类密度常较高。

初期由于过密的洞穴大大降低了土壤的密实度和稳

定性, 同时洞穴的永久淹没会导致该区域的黏性沉

积物部分呈现松散, 也会导致洞穴内的水开始流动, 

破坏洞穴内壁 , 形成地下水流 , 进而逐渐破坏土体

结构。当土壤表面发生破坏, 潮沟开始逐渐发展。随

着潮汐对于洞穴内壁的多次侵蚀 , 河岸逐渐光滑 , 

坡度降低。潮沟会因为流向侵蚀而进一步向内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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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19, 47, 51]。同时也有研究表明, 蟹类与地下水的交

互作用也能导致潮滩内潮沟网络的形成[62-63]。涨潮

时洞穴内部被灌满水体, 退潮时洞穴内拦截的水体

无法及时排出 , 此时由于水头差的存在 , 地下水通

过侧向洞穴流动。在通常情况下, 地下水常沿潮沟的

堤岸渗出 , 但如果存在蟹洞贯穿堤岸的情况 , 水流

则会集中从蟹洞中流出, 同时随着捕食者的攻击而

洞口的扩大 , 会产生更多渗透水聚集的浅坑 , 并流

入正在发育的潮沟, 使得潮沟不断地加宽加深[64]。同

时 Onda 等[65]发现蟹洞的存在改变了地下水位, 增加

了水力梯度 , 集中了地下渗流 , 从而容易导致洞穴

内的侵蚀和洞穴壁的崩塌, 而蟹类洞穴多分布于潮

沟的堤岸和溪头, 因此能够有效促进松散沉积物的

向前侵蚀, 促进潮沟的发育。蟹类的生物活动还会影

响潮沟网络的形态特征[25, 37, 66], Kearney 等[67]的研究

发现, 蜿蜒分布的潮沟能够减少水到达潮沟之前在

潮滩表面运动的距离, 因此潮沟网络的弯曲度越高, 

潮滩湿地的有效性越高, 而潮沟的弯曲度不仅仅与

沉积物的特性有关 , 与植被覆盖有极大的相关性 , 

而蟹类的生物活动对植被的生长具有重要影响。 

除了洞穴对植物的间接影响 , 洞穴的存在对于

潮沟发育也存在直接影响。Jackson 等[68]的研究表明

对于单个的洞穴而言, 已有空洞会在明渠水流中改

变近岸水流 , 洞口附近的湍流增强 , 进而增强了河

床表面的颗粒夹带, 促进了潮沟的冲刷形成。在更大

尺度上 , 多个洞穴的集体效应 , 由于增加了表面的

粗糙度而降低潮流侵蚀的总体速率。这是因为总切

应力是由表面摩擦力(由作用在边界上的流体引起的)

和拖曳应力(由水流流经不规则地形而产生的压力差)

构成 , 而侵蚀率是由表面摩擦来表征的 , 正如岸坡

崩塌导致的复杂的岸坡结构增大了拖曳应力, 从而

防止进一步的侵蚀。 

2.4  蟹类扰动对陡坎侵蚀的多重影响 

盐沼湿地内部陡坎的形成 , 始于早期盐沼湿地

边缘植物-沉积物-水动力的反馈作用。由于植物具有

削波减浪 , 拦截泥沙等作用 , 能够增加滩面淤积速

率, 与临近潮间带的沉积速率差导致陡坎的初期形

成 , 再加上植被带边缘水动力作用加强 , 不断冲刷

导致陡坎逐渐形成[69]。随着滩面抬升, 淹水时间变短, 

土壤物理性质发生变化 , 有利于更多物种定植 , 也

利于先锋植物向海扩散[70]。蟹类的掘穴行为能够降

低土壤的整体性 , 底层的沉积物被带到表面 , 土壤

结构的稳定性也显著减小, 进而加速陡坎边缘的侵

蚀及盐沼植物的退化[51, 71-72]。过密存在的蟹类洞穴

会相互连接 , 这会直接降低沉积物的抗剪强度 , 甚

至会发生局部坍塌, 显著降低了潮滩湿地的抗侵蚀

性。同时部分蟹类会以盐沼植物的根部为食, 抑制盐

生植物生长, 导致潮滩湿地退化。蟹类在挖掘洞穴的

过程中除了会对土体的物理性质造成影响, 还会对

土体的化学性质产生一定的影响。Mchenga 等[56]在

研究过程中发现蟹洞的存在能够显著地增加土壤氮

含量, 而有许多营养添加实验表明潮滩植被的地表

生产力与氮素的添加量呈正相关, 而地下生产力则

呈现负相关。氮富集导致植物地上/地下生物量的变

化, 反而会影响陡坎的动态变化。植物茎的高度存在

保值直立的生物力学范围 , 当超过这一阈值 , 植物

茎容易出现倒伏现象 , 陡坎前缘倒伏的植物 , 在潮

水的拖拽作用下, 加速沉积物的崩塌[73]。但是, 盐沼

前缘陡坎底部被掏蚀后, 陡坎上部沉积物会向前发

生坍塌, 沉积物的再次堆积能够促进植被的定植和

扩张 , 在植被的作用下新的陡坎再次逐渐形成 , 陡

坎在植被的保护下侵蚀过程又逐渐减慢[60]。 

因此认为蟹类等底栖动物的存在促进陡坎的崩

塌 , 而植物的存在可以稳定陡坎 , 同时蟹类密度与

植物生长关系密切, 因此蟹类对陡坎形成的影响是

相对于植物而言。当植物数量较多、密度较高、植

株较高大 , 同时蟹类的洞穴的密度较低 , 洞穴开口

较小时植被的稳定作用大于蟹类的解构作用, 陡坎

基本保持稳定 ; 反之 , 蟹类的解构作用强于植被的

稳定作用, 促进陡坎的破坏, 陡坎底部逐渐被掏蚀, 

陡坎上部植被崩落前移。此时考虑水动力, 若水动力

作用较弱 , 崩落的植被在陡坎前方定植 , 有益于陡

坎的向海前进; 反之, 则导致陡坎的后退[60]。 

3  结语与展望 

学术界、工程界近年来逐渐认识了河口海岸潮

滩生物作用对湿地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性, 取得了

大量的研究成果, 本文聚焦蟹类生物梳理了国内外

主要文献资料。蟹类扰动对潮滩生态系统有多方面

的影响, 蟹类挖掘洞穴改变了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 

降低了沉积物床面的稳定性, 却也释放了黏液物质

增加水中悬浮颗粒之间的黏聚力; 蟹类洞穴存在增

加了沼泽土壤与潮沟之间的水体交换, 增加了土壤

的透气性 , 增大了表层土壤的蒸发速率 , 进而影响

了潮滩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蟹类在潮滩表面挖掘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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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使得潮滩表面积增大 , 提高土壤的含氧量 , 加快

了潮滩有机物的分解。 

尽管学术界对于蟹类扰动有了一定的认识 , 但

为了深入掌握蟹类生物与潮滩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

响应, 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1) 建立中长期现场观测 , 将研究从定性向定

量化推进。现有的实验测量周期大多为 1 个季度, 

由于短期测量存在的季节性、偶然性的差异, 可以

延长现场测量的周期(至少 1 a)。也可以考虑实验室

实验 , 掌握长周期的变化规律 , 进行现场还原 , 能

够较好地长时间观测生物扰动的影响, 才能更好地

理解蟹类生物的扰动过程。现有的研究多为定性研

究 , 可以开展一些定量研究 , 总结得出较为成熟的

模型公式, 添加到现有的未考虑生物影响的传统模

型中。 

2) 深入研究多种动力因子, 认知生物-动力-地

貌反馈机制。潮滩生态环境受多种动力因子驱动, 蟹

类洞穴分布也受多因子影响。蟹类洞穴分布特性、

生态效应与多种影响因子之间存在相互反馈机制。

环境因子(如水动力、泥沙组分、地貌特征等)影响洞

穴分布, 洞穴分布的存在又会导致环境因子的改变, 

其相互作用有待更加系统、综合的分析, 进而揭示生

物-动力-地貌反馈过程与内在机制。 

3) 开发底栖生物-动力 -地貌耦合的数学模型 , 

预测湿地系统演变趋势。未来的数值模拟需要进一

步贴合实际情况, 考虑其地形、分潮、降水、蒸发等

非生物因素, 考虑蟹类洞穴的大小与分布的差异性

以及盐生植物与蟹类的种群增长率等生物因素。模

型校准可以考虑遥感技术和现场观测相结合, 以提

高模型的准确性, 并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机制探索和

系统演变预测。 

4) 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为潮滩生态修复提供

新思路。全球各地潮滩生态系统退化问题严重, 仅探

究蟹类对沉积物性质的影响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如

在碱蓬生长初期, 蟹类的植食行为能够破坏碱蓬幼

苗植株, 应加强通过动物行为学对底栖动物的研究, 

通过人为干预缓解蟹类对碱蓬幼苗的影响。同时, 蟹

类的各类生命活动对潮滩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也

存在着积极地促进作用, 蟹类的各类生命活动能够

有效地改善土壤环境 , 促进土壤物质循环 , 加速了

物质在食物链中的传递, 增强了潮滩生态系统的生

命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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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dal flats of estuaries and coasts are among the most productive ecosystems with high biodiversity. As 

typical ecosystem engineers, crabs have a wide distribution and a great diversity, and affect material and energy 

cycles in tidal flats. The distribution of crabs is related to abiotic factors (e.g., salinity, submergence time, humidity, 

temperature, and substrate) and biological factors (e.g., vegetation, predation, intraspecific competition and human 

disturbance). Crab burrowing promotes soil drainage, increases soil evaporation and changes pore water circulation. 

By burrowing, crabs affect the sediments in both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Therefore, the existence of bur-

rows changes the stability of sediments and micro-geomorphology of tidal flats, which even affects the evolution of 

tidal flat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crabs on sediment stability, transport, and mi-

cro-geomorphology remains elusive and need to be clarifi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for future researches, more effort 

should be devoted to the promotion of related studies from qualitative to quantitative level, the middle- to 

long-period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s,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multipl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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